
书书书

政　治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究”（批准号：１４ＢＧＪ００９）资助。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

———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倪晓姗　郑春荣

摘　　要：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

的必要性。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尤其在１９９８年政府更迭后，德国

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

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

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

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

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

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

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到默

克尔政府时期（２００５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

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

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

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

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

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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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东西方冲突结束和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安全政策），

学界普遍认为其呈现出一贯的延续性。然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例如赖
讷·鲍曼（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通过对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话语的研究，

确证了德国多边主义话语的变迁。他认为，虽然德国继续秉承多边主义原则，

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积极融入各种国际组织，但与此同

时，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又发生着系统性变化：基于义务的多边主
义政策逐渐被基于实用性的多边主义政策所取代，或者说德国追求多边主义
更多的是出于德国自身对赢得影响力和身份地位的需求，由此多边主义政策

降格为一种可选项甚至被工具化①。与此相应，沃尔夫·冯·克劳泽（Ｕｌｆ　ｖｏｎ
Ｋｒａｕｓｅ）也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已成为德国外交政策

的工具，对此的例证是，１９９０年后北约“援助义务”框架以外的联邦国防军外
派行动数量增加，军事力量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最后的手段（ｕｌｔｉｍａ　ｒａｔｉｏ）”投入
使用。京特·赫尔曼（Ｇｕｎｔｈｅｒ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则进一步指出，１９９８年德国联邦政

府更迭、施罗德（社民党）总理上台后，德国安全政策逐渐出现了地域上的扩展
和功能上的重新诠释：本国领土防御的定位被保障和推进东欧、东南欧的民主

转型和遏制暴力所取代，威慑和领土防御功能被“前摄性危机预防策略”和“反
应性危机管理策略”所替代②。

上述学者的论断已经过去了１０多年，人们如今或许可以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

策的变迁与否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毕竟德国１９９８年以来在安全政策领域的诸多
重大决定提供了人们做判断的依据。

本文的核心设问在于，从施罗德时期到默克尔时期，德国在安全政策行动中的
自我定位有无呈现出某种转变？为了转换研究视角来进行佐证，本文尝试从德国
政治精英围绕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的议会辩论，即安全政策话语来折射这一变化。

二、研究框架

国内迄今的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从政治学理论尤其是从角色理论出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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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德国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①，抑或是分析德国外交中价值与利益这两个因
素的互动关系②。近年对德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的积极有为
新动向的分析上③，但是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相关政府文件的内容分析以及与外
交行动的对照。

事实上，２０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时期内远
远超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领域，进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领域。德国学者开始借
助论据（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论证（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和论证模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ｓｔｅｒ）或论
式（Ｔｏｐｏｓ／Ｔｏｐｏｉ）④概念研究议会辩论和公众辩论，获取和分析社会中的集体性知
识⑤，使用语言学方法为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政治学研究服务。例如，政治语言
学最初的系统性研究代表之一，霍尔斯特·鲁格勒特（Ｈｏｒｓｔ　Ｇｒüｎｅｒｔ）在１９７４年
发表了结合论证分析与传统关键词分析对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首个全德议会辩

论进行研究的专著⑥；２１世纪，尼克拉·霍齐兹（Ｎｉｃｏｌｉｎｅ　Ｈｏｒｔｚｉｔｚ）将词汇和风格
分析融入论证分析，对１４５０～１７００年的反犹太人话语展开研究，比较了近代早期
反犹主义话语中的核心辩论方法和１９世纪种族主义推理方法⑦；马丁·文格勒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ｎｇｅｌｅｒ）对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德国移民话语中的媒体篇章进行分析，归纳
出２４种论式，推动了通过论式分析获取社会中集体性知识、意识倾向和文化刻板
印象的研究范式⑧。

论式区分为普遍论式和特殊论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的、以抽象的推
理规则为基础的论式是普遍论式；包含具体内容的、以具体的推理规则为基础，且
在特定的领域和语境中被使用的是特殊论式⑨。因为本文围绕德国安全政策话语
展开，所以这里引用的论式概念指在话语中频繁出现的、包含特定推理规则的特殊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熊炜著：《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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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式的定义有很多，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论证模式的同义词，以下统一使用“论式”这一概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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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式①。论证是通过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陈述来支持或者反对另一个争议较大
的陈述的语言过程，其中“无争议的陈述”即论据（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可根据立场的不同
分为正反论据，“有争议的陈述”为结论（Ｋｏｎｋｌｕｓｉｏｎ），将论据和结论关联起来，并
确保论据能够支持结论的中间步骤为推理规则（Ｓｃｈｌｕｓｓｒｅｇｅｌ）②，不同的推理规则
是对论式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③。因为语言行为者通过个人行为构建意义和
知识，所以对语言行为者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的特殊论式进行话语历时分析，可以
获取语言行为者在研究区间内的论证策略、思维方式和态度倾向及其产生的
变化。

如前所述，本文以德国联邦议院中有关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的辩论为研究对
象。根据《议会参与法》，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任何外派都需要议会授权，通常在专业
委员会提供意见、进行全体表决前，由议员们在联邦议院全体会议上就法案和草案
进行辩论，参与辩论的发言者和议会党团针对具体议程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辩
护，同时批评对立方的观点④。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辩论中呈现出来的
话语变化———主要体现为不同时期联邦议院中各党派／议会党团发言人在辩论中
使用的论式的变化———来识别和描述行为体的知识和认知变化，解析话语背后的
政治意涵，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

之所以选取联邦议院辩论作为话语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会议记录是具有权威性
的真实准确的语料⑤，且可以在联邦议院网站上获取；另一方面，作为法律、政策的
制定者和影响者，联邦议员的发言最能直现不同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关于德国安全
政策的立场和观点。
本文将按如下步骤展开：首先，限定研究时间为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时期，

即第１４至第１８届联邦议院。该研究时间段涵盖联邦议院中执政党和反对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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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例对论证相关概念作出说明：例１．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论据１），必须派兵阿富汗（结论１）；

例２．造成阿富汗局势恶化（论据２），必须禁止派兵阿富汗（结论２）。上述两种论证的推理规则为“必须支持
维护稳定的行动”，两个例子均采用“稳定”论式，可将论式定义为“因为行动能／不能维护稳定，所以必须派／

不派兵”。

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　Ｄ．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ｍｉｔｔ－
ｌ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１０．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ｔｇ－ｂｅｓｔｅ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ｐｄｆ／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８－０２－
２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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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变以及组阁方式的差异，针对外派行动的政治立场有可能发生变化。其
中包括：施罗德执政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以及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均为社民党与绿
党联合执政；默克尔执政时期，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以及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为基民
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则为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
的联合政府。

其次，研究语料库共包括８个篇章，共计８８　８０８形符（Ｔｏｋｅｎ）。一方面，综合
考虑行动时间、行动规模和影响力以及行动多样性，选取７个不同性质的海外行
动，分别属于“军事维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提供武装训练”，将
上述行动的联邦议院首轮辩论的会议记录作为研究对象①。选取首轮辩论，是因
为一般在这个辩论阶段，各政党、党团或政治精英之间的观点争锋最为激烈。另一
方面，考虑到施罗德在２００３年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一表态在德国安全政策上具
有重要意义，虽然其文本类型———施罗德的政府声明以及当时的反对党基民盟／基
社盟提出的包含相反观点的动议———与以上７次行动的议会辩论不一致，但它们
在结构和形式上具有可比性，故将其补充入研究语料库（见表１）。

最后，在研究语料库的人工阅读过程中，借助计算机软件②对论式进行编码，

归纳总结出包含子类别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③，以观察不同
政府时期在辩论过程中，联邦议员所使用的论式类别的差异，体现不同时期德国政
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认知的延续或转变。

表１　语料库中包含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和反伊拉克战争辩论

行动性质 行动简介

军事维稳

１９９９年“科索沃国际安全驻军”。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２４４（１９９９）号决议，确保难民
返回的安全环境，为科索沃的和平稳定提供军事保障。

２００６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７０１（２００６）号决议，旨在
帮助维护该地区的稳定，阻止非法武器流入。

８

①

②

③

联邦议院全体大会首轮磋商后，相关建议草案被转交给相关专业委员会，由其为联邦议院决议提供
建议，最后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根据专业委员会的决议建议投票作出最后决定。发言者一般作为所属议会
党团或者党派的“传声筒”，有时也不排除夹杂个人立场的观点。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　Ｄ．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ｅｓ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１０．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ｔｇ－
ｂｅｓｔｅ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ｐｄｆ／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２６．

话语分析的编程工作得益于计算机技术，本研究采用 ＭＡＸＱＤ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Ｐｒｏ　２０１８计算机质性和
混合方法数据分析软件对话语进行编码，一方面能够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操作对变化趋势和差异
点做描述和对比，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具体论据使用变化和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阐释。

编码本身是一个基于知识的针对原文的解码过程，深受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影响。需说明的是，在
本文研究的编码过程中，发现发言人经常在发言中多次使用某个论据来强调自己的立场，这种情况只计算作
一个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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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行动性质 行动简介

打击恐怖主义

２００１年，纽约和华盛顿遭遇恐怖袭击后，德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共同防御义务，应
美国请求，派兵参加在阿富汗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

２０１５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德国根据《欧盟条约》第４２条第７款规定“如某一成员
国领土遭到武装入侵，其他成员国应遵照《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承担尽其所能向其
提供援助与协助的义务”，派兵向法国和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提供军事支持。

维护海上安全

２００８年，欧盟“索马里亚特兰大支援部队”。打击亚丁湾和印度洋海域的海盗活动，保
护世界粮食计划署、海员和商船在非洲角运输业务的安全。

２０１６年，北约“海洋卫士”海上安全行动。进行海上监视，以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在地中
海的能力建设，确保及时识别和对抗海上危机的事态发展。

武装训练
２０１３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０８５号决议，参与法国对马里的军事行动，主要负责训
练任务，确保马里武装部队具有保护本国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

反对伊拉克战争
２００３年，施罗德宣布德国不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实现伊拉克战争合法化的任何决
议，并在政府声明中对该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

　　来源：作者自制。

三、德国联邦国防军外派话语的论证分析

本章首先介绍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的分类方案，然后借助不同时期
联邦议院中各党派／议会党团发言人在辩论中使用的论式的变化，来反映德国政治
精英在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构建的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

（一）论式的分类
赖讷·鲍曼基于现有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文献，为其实证研究制定了一个

包含子类别的、推行多边主义政策理由的四大论式：出于义务、出于必要性、出于有
用性以及作为确保影响力的手段①。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施罗德和默克尔政
府时期联邦议院中关于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的会议记录进行阅读，制定出一个包
括“义务”论式、“必要性”论式、“益处”论式、“能力与准备”论式及其子类别的“德国
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如下表２所示：

表２　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

论式类别 论式子类别

“义务”论式

“法律法规”论式

“普适原则”论式

“德国历史”论式

“期望和请求”论式

９

① 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Ｄｅｒ　Ｗａｎｄｅｌ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ｅｉｎ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
ｃｈ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Ａｕ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Ｓ．１０５．



《德国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 第３３卷 总第１２６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续表２

论式类别 论式子类别

“必要性”论式

“全球依赖性”论式

“欧洲一体化”论式

“德国基本利益”论式

“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

“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

“益处”论式

“有益于全球”论式

“有益于欧洲”论式

“有益于行动涉及国家／地区”论式

“有益于德国”论式

“能力和准备”论式
“能力”论式

“准备”论式

　　来源：作者自制

１．“义务”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决定是／不是一种理应如此的、

适当的行为，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出发点包括法律法规、普适原则、德国历史、

期望和请求。其论式子类别定义如下：
“法律法规”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基于／无法基于特定的法律法规，所以应

该／不应该派兵。主要法律基础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宪章》等。辩论
中，既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论证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也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
的适用性、准确性提出质疑，以彻底推翻行动合法性来反对派兵。

“普适原则”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普适的价值观、原则和标准，

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普适原则指一种被普遍推崇的价值，这里涉及和平、民主、

人权、欧洲大西洋价值体系、集体团结等。
“德国历史”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德国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

应该／不应该派兵。例如，德国曾经在纳粹专制统治下走上一条“特殊道路”，这条
道路最终导致德国、欧洲甚至全球陷入灾难。辩论中，联邦议院通过论证海外派兵
决定是／不是在重蹈“特殊道路”的覆辙、有／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支持自己
认为应该／不应该派兵的观点。

“期望和请求”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相应的期望和请求，所以
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的期望和请求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期望、要求和请求，如
西方合作伙伴（除西方各国外，还包括欧盟）、国际社会、行动涉及国家／地区等；另
一方面是来自德国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众、政界等。

２．“必要性”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具有／不具有必要性，所以应该／不应该
派兵。该论式基于“事实的要求”，具有“功效伦理”的倾向。其论式子类别定义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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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全球依赖性”与“欧洲一体化”论式：因为从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出

发，海外派兵决定具有／不具有必要性，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例如，因为某个问
题会因为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而波及德国，或者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
不可能独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德国必须派兵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某问
题是某个国家／地区内部的问题，必须由该国家／地区自行解决，而德国不应进行干
预，所以不应该派兵。

“德国基本利益”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保障／损害德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应
该／不应该派兵。有别于“普适标准”强调世界和平、保护人权等，这里将德国基本
利益定义为安全、自由、和平、稳定等。相较前者，这里明确突出对德国利益的
考虑。

“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保障／损害所涉及国家／

地区基本利益，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将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定义为
该国家／地区的安全、自由、和平和稳定等。

“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因为军事行动是／不是必要的，所以应该／不应该派
兵。这里指联邦议院辩论中直接针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必要性进行辩论，按照立场
可以分为：德国应该派兵，因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德国应该派兵，但
是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足够的，必须与其他手段一同使用；德国不应该派兵，因
为军事手段是“最后的手段”，而目前仍存在和平的解决方法；德国不应该派兵，因
为军事手段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３．“益处”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能／不能带来益处，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

这类论式完全出于对“实用性”的考虑，既不具有强制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被替代。

区别于“基本利益”论式，这里指的是“安全、自由、和平、稳定”基本层面以外的、能
够为行为体带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其他益处。

这里可以具体区分为“有益于全球”“有益于欧洲”“有益于行动涉及国家／地
区”和“有益于德国”论式。所以，此类论式可定义为：因为海外派兵决定能／不能给
全球、欧洲、行动涉及国家／地区、德国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利益，所以应该／

不应该派兵。

其中，“有益于欧洲”论式中“欧洲”一词背后可能有多种内涵，即地理概念的欧
洲、欧盟或是借欧洲暗示行动能／不能为包含在欧洲中的德国带来的益处。对于
“有益于德国”论式，讨论涉及参与军事行动能／不能为德国在重大问题上赢得共同
决策权，对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家，尤其是对美国产生影响等。

４．“能力和准备”论式：如果说以上三大论式是从合法性角度出发讨论是否应
该派兵，那么第四类论式则是从可行性角度出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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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行动部队具
备／不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的行动能力指军事装备
能力、行动执行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在可能对行动结果造成影响的多方面能力；
能力主体不仅指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指在联合行动中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
行动部队。

“准备”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行动部队做
好／尚未做好相应的军事行动，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涉及从心理和装备角
度是否做好参与军事行动的准备，这会影响到行动的成败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二）论式的使用变化

图１　施罗德政府时期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四大论式使用对比

　　来源：作者自制。

从四个论式大类的使用情况来看，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议会辩论中“必
要性”论式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其次是“义务”和“益处”论式，“能力和准备”论式
的使用频率最低，在这方面体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在关于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辩
论中论式使用偏好的延续性。如果进一步对比两个时期论式使用的比例，可以看
到一些变化：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必要性”和“能力和准
备”论式的比例上升，而使用“义务”和“益处”论式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从四个论式大类的使用情况的变化来看，“义务”论式和“必要性”论式的使用

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化①：其中，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更多地使用“义务”论式，更
注重塑造出一个积极维护普世价值观、反对战争、考虑外部期望和反思历史者的形
象；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政治精英则更多地使用“必要性”论式，面对冲突时展现出
更注重行动实用性的冷静理性的形象。鉴于“能力和准备”论式的使用基数较小，

１２

①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义务”论式的频率下降了５．５％，但“必要性”论式却上升了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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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增长幅度虽然不是最大①，但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这一
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围绕德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可行性的辩论增加，将自己作为和其
他行为体同等的“正常化的参与者”，关心本国或共同行动者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准
备能否成功实现外派任务。

论式使用上更加具体的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德国政治精英的身份定位的
延续或转变，需要深入分析论式子类别的使用变化，并结合不同派兵行动辩论中各
党派或议会党团发言人的具体观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图２　施罗德政府时期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子论式使用对比

　　来源：作者自制。

“义务”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论式的比
例高于默克尔时期②，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①强调包括和平、民主、人权
在内的普适价值，尤其重视消除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强调人道主义以及文明
世界价值体系：例如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支持派兵的阵营一致认同 “‘９·１１事件’

后与阿富汗有关联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德国的威
胁”③；在伊拉克战争辩论中，社民党代表格诺特·厄尔勒（Ｇｅｒｎｏｔ　Ｅｒｌｅｒ）指出“德国拒
绝参与伊拉克战争可能导致欧美共同价值体系发生变化”④。②强调履行团结义务
的重要性，认为德国作为国际社会、国际组织、欧盟成员国之一，派兵是出于不可推

１３

①

②

③

④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能力和准备”论式的频率上升了２．３％。

施罗德时期使用“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论式的频率分别高于默克尔时期５．８％和５．１％。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９４Ａ．
Ｇｅｒｎｏｔ　Ｅｒｌｅｒ（ＳＰＤ），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８８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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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的义务：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辩论中，德国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Ｆｒａｎｋ－
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社民党）称“巴黎恐袭后，法国成为首个援引《里斯本条约》第４２
条第７款援助条款的成员国，德国派兵是基于履行欧盟援助条款义务”①。③强调要
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走“特殊道路”，还提醒德国不能忘记美国在战后予以的援助，注
重维护德美关系的发展：例如阿富汗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弗里德里希·梅
尔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ｒｚ）强调“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独善其身就是走一条德国的特殊道
路，是错误的想法。德国必须同其他国家一样承担起责任”②，“我们这么做，是因为
美利坚合众国为我们的自由和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③；在反对参加伊拉克战争的政
府声明中，施罗德称“联系德国和美国人民的不再仅仅是结束纳粹独裁统治后美国
在德国民主重建方面提供的援助，而是深深渗透在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归属
感，两国人民相互尊重、追求共同目标的友谊”④，而持相反观点的基民盟／基社盟代
表沃尔夫冈·朔依布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ｕｂｌｅ）博士指责施罗德“正带领德国重新走上
一条德国‘特殊道路’，这最终将导致世界面临更加脆弱的和平和安全”⑤。

默克尔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法律法规”和“期望和请求”论式的
比例高于施罗德时期⑥，这突出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①更注重“理据”而非“情
感”，强调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等法律基础：例如在亚特兰大行动辩论中，基民盟／

基社盟代表桃乐茜·贝尔（Ｄｏｒｏｔｈｅｅ　Ｂｒ）强调“该行动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行动
的执行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息息相关”⑦，而左翼党代表诺曼·派奇（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ｅｃｈ）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军事行动违背德国宪法要求，目前讨论的任务内容
包括向船只开火，这已超出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警察和军队
分离是德国基本宪法原则之一”⑧；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强
调“黎巴嫩和以色列都明确要求德国参加这一任务”⑨，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

荣格（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ｆ　Ｊｕｎｇ）（基民盟）也强调行动是对“联合国第１７０１号决议的支持和
实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瑏瑠。②重视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４２，１１．０６．１９９９，Ｓ．１３８８３Ｃ．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ｒｚ（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８７Ｄ．
同上，Ｓ．１９２８８Ａ．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８７６Ｂ．
Ｄ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ｕｂｌｅ（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９０４Ｂ．
默克尔时期使用“法律法规”和“期望和请求”论式的频率分别高于施罗德时期３．１％和２．３％。

Ｄｏｒｏｔｈｅｅ　Ｂｒ（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７Ｂ．
Ｄｒ．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ｅｃｈ（ＤＩＥ　ＬＩＮＫＥ），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３Ｂ．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ｓ　Ａｕｓｗｒｔｉｇ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

４７９９Ｄ．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ｒ．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ｆ　Ｊ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４８０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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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希望和请求，尤其重视外部对德国提出的请求，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对前
总理赫尔穆特·科尔（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ｈｌ）曾提出的“德国要在各方面满足国际社会期
望”的延续，另一方面更是将其作为赢得信任、获取影响力的途径：例如在黎巴嫩行
动辩论中，国防部长荣格指出“行动的前提条件是黎巴嫩政府向我们提出了请求
……”，而反对派兵的个人议员格尔特·维克尔迈耶（Ｇｅｒｔ　Ｗｉｎｋｅｌｍｅｉｅｒ）提出“据我
们所知，三分之二的德国民众拒绝联邦国防军参与黎巴嫩行动”①；在“海洋卫士”

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拉尔夫·布劳克齐泊尔（Ｒａｌｆ　Ｂｒａｕｋｓｉｅｐｅ）博士代表联邦
国防部部长发言，认为“德国被要求参与行动，并且我们也有意愿参与行动”②。

③“履行团结义务”在这一时期成为具有争议的论据，不同阵营分别提出对“团结概
念”的解释，出现了抛弃“无限制的团结”的声音：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民社党（即
后来的左翼党）代表罗兰德·克劳斯（Ｒｏｌ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呼吁“从‘无限制的团结’中走
出，开始重视……‘批判的团结’”③。

“必要性”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军事行动必要性”论
式，约占该时期整体论式使用的一半，与默克尔时期相比也高出７．５％④；从具体辩
论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主要使用该论式以支持拒绝派
兵的观点，对使用军事手段持怀疑态度，而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态
度，体现出“军事克制”的延续：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来自民社党的格列高·居
西（Ｇｒｅｇｏｒ　Ｇｙｓｉ）一再强调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战争不应被视为外交的补
充手段，必须禁止将战争作为政治手段之一。人们应重视使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手
段作为打击侵犯人权、破坏国际秩序行为的解决方案”⑤；在关于拒绝参与阿富汗
战争的政府声明中，施罗德称“使用军事手段的前提是不存在其他方案，但德国与
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一致认为存在着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努力
推动这个方案的实施”⑥。虽然这一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安全话语中的使用呈下
降趋势，但是从具体的辩论方向和内容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对于使用
军事手段的观点呈现新的特点，如①认为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冲突解决手段，是
其他和平手段使用的前提：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荣格称“没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ｒｔ　Ｗｉｎｋｅｌｍｅｉｅｒ（ｆ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ｌｏ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４８１４Ｄ．
Ｄｒ．Ｒａｌｆ　Ｂｒａｕｋｓｉｅｐｅ，Ｐａｒｌ．Ｓｔａａｔｓｓｅｋｒｅｔｒ　ｂｅｉ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

１９０，２２．０９．２０１６，Ｓ．１８８６８Ｃ．
Ｒｏｌ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ＰＤ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９７Ｄ．
施罗德政府时期使用“必要性”论式的频率占四大论式的４５．９％，其中使用“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

的频率为２３％，相比之下该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使用频率下降至１５．５％。

Ｄｒ．Ｇｒｅｇｏｒ　Ｇｙｓｉ（ＰＤ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４３，１１．０６．１９９９，Ｓ．３５７１Ｂ．
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８７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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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停火，任何的政治手段都无法实施，所以首先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较长时间的停火
状态必不可少”①；②明确指出军事行动作为“预防性策略”的性质：例如在“海洋卫

士”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布劳克齐泊尔博士指出“在当地部署特派团可起到

预防性维稳的作用”②。

此外，无论在施罗德还是默克尔时期，“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使

用频率均高于同一时期的“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和“德国基本利益”论式，并
且在默克尔政府时期，“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使用频率超过“军事行

动必要性”论式。相较于施罗德政府时期，默克尔政府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

使用“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频率有着最为明显的增幅③，这一变化呈

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致力塑造一种“服务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定位指德国在制定

包括海外派兵在内的政策决策时，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行动的出发
点在于为他人服务；但是可以看出，行动结果很大程度上将惠及自身。辩论中具体

体现为重视军事行动能否维护其他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能否解决该区域的根本问

题，强调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当地的和平、稳定、安全、自由，致力于帮助当地国家建

立政权、实现当地政府独立自治和军事维稳方面行为能力的建设：例如在黎巴嫩行

动辩论中，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指出“黎巴嫩必须建立一个有能力对内对外行使主
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德国不仅派出军队，还应该派出边界安保和

海关官员协助黎巴嫩政府保障边界和贝鲁特机场安全，防止武器滥用”④；在索马

里亚特兰大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桃乐茜·贝尔指出“联邦国防军士兵能

够协助维护索马里沿海水域安全，防止海盗袭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⑤，而来自左

翼党的反对者诺曼·派奇博士认为“行动对于根除海盗问题、消除索马里人民的贫
穷和恢复海岸安全起不到作用”⑥；在马里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弗洛里

安·韩（Ｆｌｏｒｉａｎ　Ｈａｈｎ）强调行动的必要性在于“实现这个国家的长期稳定”⑦等。

剩下的“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以及“德国基本利益”论式的使用在默克尔

政府时期政治精英的辩论中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全球依赖性”论式使用的增幅大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ｒ．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ｆ　Ｊｕｎｇ，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４８０３Ｂ．
Ｄｒ．Ｒａｌｆ　Ｂｒａｕｋｓｉｅｐｅ，Ｐａｒｌ．Ｓｔａａｔｓｓｅｋｒｅｔｒ　ｂｅｉ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

１９０，２２．０９．２０１６，Ｓ．１８６６８Ｄ．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频率为１８．３％，相较于施罗德时期增长了

７．７％，增幅为所有论式使用变化中最大的。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ｓ　Ａｕｓｗｒｔｉｇ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
４８００Ｃ．

Ｄｏｒｏｔｈｅｅ　Ｂｒ（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７Ａ．
Ｄｒ．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ｅｃｈ（ＤＩＥ　ＬＩＮＫＥ），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３Ａ．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Ｈａｈｎ（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７／２２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３，Ｓ．２７４６６Ｃ．



倪晓姗　郑春荣：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于“欧洲一体化”和“德国基本利益”论式；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使用“全球依
赖性”论式的比例在“必要性”论式中尚处于最末，而默克尔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对于
“全球依赖性”的考虑不仅增加，还超过“德国基本利益”和“欧洲一体化”论式。这

一变化体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放至全球层面，强调塑造德国在

国际行动中共同参与者的身份，包括借助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平台在国际

舞台上追求更多的话语权：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荣格总结称
参与行动“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也符合我们的国际义务和欧洲义务，符合我们的国

家利益”①；在马里行动辩论中，来自社民党的莱纳·阿诺德（Ｒａｉｎｅｒ　Ａｒｎｏｌｄ）指出
“结束马里过去十五年的不稳定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

任”②；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称“这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是一场全球性的斗争，我们与荷兰、

比利时、英国、意大利、丹麦和法国一同参与，一同承担责任与风险”③；在“海洋卫

士”海上安全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罗德里希·吉泽尔维特（Ｒｏｄｅｒｉｃｈ

Ｋｉｅｓｅｗｅｔｔｅｒ）称“不同于传统的军事行动，这是一场北约和欧盟紧密配合的联合行

动，旨在为伙伴国家提供支援，我们应该参与这场新式的斗争”④。

虽然“德国基本利益”论式使用的增幅不大，仅为１．３％，但是从具体辩论中德国
政治精英使用的具体论据可以看出着重点发生了偏移：在施罗德时期，政治精英们

重视参与行动①能否保护德国《基本法》中强调的价值⑤；②能否维护德国社会的自

由、法治和民主⑥；③是否会危害统一后的德国的未来利益⑦。默克尔时期，由于国

际恐怖主义的发展以及德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德国政治精英①对于参与行动能

否消除可以给德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的包括恐怖主义在内威胁的关注增加；②
为防止海外恐怖主义给德国社会造成威胁，呼吁德国形成对内以及对外的“防御性

民主（ｗｅｈｒｈａｆｔ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⑧；③对包括安全稳定在内的德国基本利益的影响，不

仅在范围上而且在意义上有了新的扩展：考虑行动能否保障德国本土以及德国在海

外的安全和稳定，例如德国在亚丁湾进行海上贸易时的安全利益的保障⑨。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Ｄｒ．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ｆ　Ｊｕｎｇ，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４８０３Ｃ．
Ｒａｉｎｅｒ　Ａｒｎｏｌｄ（ＳＰＤ），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７／２２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３，Ｓ．２７４５７Ｂ．
Ｄｒ．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４２，０２．１２．２０１５，Ｓ．

１３８８８Ｂ．
Ｒｏｄｅｒｉｃｈ　Ｋｉｅｓｅｗｅｔｔｅｒ（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９０，２２．０９．２０１６，Ｓ．１８８７４Ｂ／Ｃ．
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１１．０８．２００１，Ｓ．１４１９８Ｂ．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Ｒｕｄｏｌｆ　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１１．０８．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９９Ｂ．
Ｄｒ．Ｌｕｄｇｅｒ　Ｖｏｌｍｅｒ（ＢＮＤＮＩＳ　９０／ＤＩＥ　ＧＲＮ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９０１Ｄ．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ｒ．Ｇｕｉｄｏ　Ｗｅｓｔｅｒｗｅｌｌｅ，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７／２２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３，Ｓ．２７４６０Ｄ．
Ｄｏｒｏｔｈｅｅ　Ｂ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７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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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益处”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无论是施罗德时期还是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益处”论式都是“有益于德国”论式，约占各时期整体论式的一半，默克尔时期“有
益于德国”论式使用有所增长，虽涨幅不大，仅为０．２％。从辩论中可以看出，施罗
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通过“有益于德国”论式体现对于塑造德国在国际行动中的
“参与者”角色的追求，而到了默克尔时期，他们更积极地追求成为行动的“领导
者”，不仅要为德国在国际社会和区域合作中赢得话语权，还要在国际组织中获得
决策的塑造能力和国际冲突中的斡旋能力等。

此外，话语中“益处”论式的使用反映出德国政治精英在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
构建的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一方面体现在，两个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都注重参与
行动能否能够为德国赢得盟友或者其他国家的信任：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基
民盟／基社盟代表保罗·布洛伊尔（Ｐａｕｌ　Ｂｒｅｕｅｒ）认为“该行动对德国具有历史性的
重大意义，参与该行动将为德国联邦国防军获得自己的安全负责区，这意味着德国
能够与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共同承担责任”①；在黎巴嫩行动辩论
中，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强调“黎巴嫩行动事关德国信誉以及其他国家对于
德国‘正常化’状态的认可”②；在“海洋卫士”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的吉泽尔
维特称“参与此次行动意在向地中海沿岸国家表明，德国是安全共同体的一分
子”③。另一方面体现在，参与行动能否加强德国的影响力，是否有助于德国对外
表示承担责任的意愿：例如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施罗德明确提出“我们希望在行
动中做出贡献，以表明德国愿意通过具体行动更多地承担全球责任”④，联邦国防
部部长鲁道夫·沙尔平（Ｒｕｄｏｌｆ　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提出“如果德国不参与行动，就可能失去
对美国施加影响、履行多边责任和构建共同行动政策的能力”⑤；在黎巴嫩行动辩
论中，联盟９０／绿党代表弗里茨·库恩（Ｆｒｉｔｚ　Ｋｕｈｎ）认为参与行动能够增强“德国在
黎巴嫩问题上的斡旋能力”⑥。

差异体现在，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认为必须参与行动时经常将“德美关系”

作为考量因素，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反对党认为德国拒绝参加伊拉克
战争会“严重影响德美关系”⑦，包括在经济方面，一旦德国没有了作为“世界经济火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ａｕｌ　Ｂｒｅｕｅｒ（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４３，１１．０６．１９９９，Ｓ．３５７７Ｂ．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ｓ　Ａｕｓｗｒｔｉｇ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

４７９９Ｄ．
Ｒｏｄｅｒｉｃｈ　Ｋｉｅｓｅｗｅｔｔｅｒ（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９０，２２．０９．２０１６，Ｓ．１８８７４Ｂ．
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８５Ａ．
Ｒｕｄｏｌｆ　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２９Ｄ．
Ｆｒｉｔｚ　Ｋｕｈｎ（ＢＮＤＮＩＳ　９０／ＤＩＥ　ＧＲＮ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４８０７Ａ－Ｃ．
Ｄ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ｕｂｌｅ（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９０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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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的美国的支持，将面临重大的经济损失①；而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们开
始关注与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展开多边合作，将能够促进多边合作作为支持派兵的
论据：例如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海德玛丽·维乔雷克－措伊尔（Ｈｅｉｄｅｍａｒｉｅ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Ｚｅｕｌ）支持德国参与黎巴嫩联合军事行动，认为“黎巴嫩有可能再次成为
德国发展合作的伙伴国家”②。而反对参与军事行动时，默克尔时期的政治精英经
常将“损害德国声誉”作为论据：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非议会党团成员格尔特·

维克尔迈耶认为“只有致力于通过民事手段解决当地的冲突，才能为德国赢得更高
的声誉”③；在反对德国参与“反伊斯兰国行动”中，左翼党代表狄特马·巴兹（Ｄｉｅｔｍａｒ
Ｂａｒｔｓｃｈ）博士表示，“如果德国海军参与作战，我们将成为‘参战者’，就中期影响来
看，这将导致我们失去与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良好的外交关系”④。

除此之外，“有益于所涉及国家／地区”和“有益于欧洲”论式的使用在默克尔时
期都呈增长趋势，且前者使用涨幅最大，成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辩论中第三重要的
论式⑤。从该论式的使用中可以看出，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以“服务者”自居，不仅
强调实现和保障行动涉及国家／地区的利益，还围绕冲突的根源进行探讨，寻求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称“行动
的主要任务是将海上武器走私阻挡在黎巴嫩国界之外”⑥；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
辩论中，反对阵营的左翼党代表狄特马·巴兹指出“参与行动将导致该地区暴力和
复仇的恶性循环”⑦；在索马里行动辩论中，来自左翼党的诺曼·派奇博士认为“索
马里海域的问题不是这次行动可以解决的，因为根源在于国际渔船在该海域的作
业迫使当地渔民失业，从而导致许多渔民为了生存而成为海盗”⑧；在“海洋卫士”

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拉尔夫·布劳克齐泊尔（基民盟）代表联邦国防部部长发
言，称“该行动能够持续地提供有关地中海地区复杂局势的情报，对于识别和消除
地中海地区的威胁有着重要作用”⑨。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Ｄｒ．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ｋ，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８９５Ａ．
Ｈｅｉｄｅｍａｒｉｅ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Ｚｅｕｌ，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ｌ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４８１０Ｂ．
Ｇｅｒｔ　Ｗｉｎｋｅｌｍｅｉｅｒ（ｆ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ｌｏ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４８１５Ｂ．
同上，Ｓ．４８１５Ａ．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有益于所涉及国家／地区”论式的频率为１０．８％，上升了０．２％，仅次于“所涉

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１８．３％）和 “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１５．５％）。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ｓ　Ａｕｓｗｒｔｉｇ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０９．２００６，Ｓ．
４８００Ｂ．

Ｄｒ．Ｄｉｅｔｍａｒ　Ｂａｒｔｓｃｈ（ＤＩＥ　ＬＩＮＫＥ），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４２，０２．１２．２０１５，Ｓ．１３８８５Ａ．
Ｄｒ．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ｅｃｈ（ＤＩＥ　ＬＩＮＫＥ），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１９５，１７．１２．２００８，Ｓ．２１０６３Ａ．
Ｄｒ．Ｒａｌｆ　Ｂｒａｕｋｓｉｅｐｅ，Ｐａｒｌ．Ｓｔａａｔｓｓｅｋｒｅｔｒ　ｂｅｉ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

１９０，２２．０９．２０１６，Ｓ．１８６６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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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于全球”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使用比例下降，从具体的辩论中可以看出，

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们主要使用该论式表达对于参与军事行动的怀疑和反驳：

①担心参与军事行动可能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导致以强权为主导的新秩序；在针

对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中，施罗德认为“派兵有可能导致通过战争解除武装的手

段的盛行，参与解决问题的不是相关国际组织，而是某个唯一的世界大国。而伊拉

克战争将成为打开一个不是基于条约或共识，而仅仅是强权的新世界秩序的大门
的先例”①；②参与军事行动即参与战争，最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例如在

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民社党的居西认为“战争的受益者是军备工业……战争将导致

新一轮的军备升级”②；③军事手段无法起到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作用，反而会给

国际社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民社党的罗兰德·克劳斯认为“阿富汗战争无法消

除国际恐怖主义结构，有可能导致世界反恐联盟分崩离析，以及破坏阿拉伯和中亚
地区的稳定”③。虽然在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关于外派的辩论中使用“有

益于全球”论式的比例下降，但这一时期呈现出关于行动可能对联合国的权威性和

行动能力造成影响的考虑：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社民党代表瓦尔塔·科尔波
（Ｗａｌｔｅｒ　Ｋｏｌｂｏｗ）认为“我们基于国际法的规定、应国际法的要求参与该军事行动，

这有益于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武力使用的垄断控制”④。
“能力和准备”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使用“能力和准备”论式时主要集中在对
“准备”论式的使用上，而在默克尔时期“能力和准备”论式使用整体增加，且“能力”

论式的使用增幅更为明显⑤。

可以看出，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关于本国军事能力的讨论较少，主要关注
德国，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行动集体是否做好承担责任与风险的准备，倾向于采取

非军事化的、和平主义的手段解决冲突：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来自联盟９０／

绿党的汉斯－克里斯蒂安·斯特罗布勒（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ｔｒｂｅｌｅ）提出“科索沃行

动将给科索沃及其邻国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是我们无法克服的”⑥；在阿富汗行动

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ｒｎｏｔ　Ｅｒｌｅｒ（ＳＰＤ），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５／２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３，Ｓ．１８９０Ｄ．
Ｄｒ．Ｇｒｅｇｏｒ　Ｇｙｓｉ（ＰＤ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４３，１１．０６．１９９９，Ｓ．３５７４Ｂ．
Ｒｏｌ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ＰＤ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９６Ｃ．
《联合国宪章》将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作为最根本原则，并通过集体安全体制作为其实施机

制，该体制的核心就是将武力的使用置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垄断控制之下，自卫权作为例外情形。２００３年伊拉
克战争中单独使用武力是该机制受到大国单方面使用武力威胁的负面案例。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能力”论式的频率上升了１．６％，“准备”论式０．７％。

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ｔｒｂｅｌｅ（ＢＮＤＮＩＳ　９０／ＤＩＥ　ＧＲＮ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４３，１１．０６．１９９９，Ｓ．３５８３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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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施罗德坚定地声称“德国已经做好参与战斗并且取得最后胜利的准备”①，

而反对阵营的民社党代表克劳斯提出质疑，认为“北方联盟可能并不具备再次成功
打击塔利班、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②。

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在辩论中对于是否做好参与军事行动的准备以及
是否具备参与军事行动的能力上呈由“被动应对”向“积极有所作为”方向转变，行
为体也呈现由“包括德国在内的集体”到明确提出“德国”的转变：①在默克尔政府
时期的早期，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主要将德国作行动集体的一员，强调联合行动部队
具备共同行动的能力以及做好共同行动的准备：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
防部部长荣格表示“我们已经考虑了该任务的各种可能性，并做好准备为维护该地
区的长期稳定做出贡献”，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强调欧洲作为一支整体力量
“将成为给中东地区带来和确保和平的重要因素”③。②在后期的反“伊斯兰国”行
动的辩论中，政治精英更多地抛开集体的表达方式，直接将德国作为行为主体进行
辩论，对象也转变为“德国军事能力”这种明确的提法：例如，“我们具备欧盟及北约
内其他很多国家不具备的空中加油的能力，我们的盟友在行动中需要我们这种能
力的支持”④。

四、结　论

本文以德国联邦国防军外派为例，基于“联邦国防军外派语料库”，借助计算机
分析软件对关于德国安全政策行动辩论的议会记录做论证分析，以识别和描述从
施罗德到默克尔政府时期辩论中呈现出来的德国安全政策话语变化，以及由此呈
现出来的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

首先，德国的安全政策话语没有彻底摆脱“克制文化”的影响，德国的“文明力
量”的定位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在面对冲突和危机时注重解决手段的规范化和法
制化，并以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导向。从施罗德时期到默克尔时期，德国联
邦国防军外派辩论中，德国政治精英最主要使用“必要性”论式，围绕全球依赖性、

欧洲一体化、德国和所涉及国家／地区的基本利益进行辩论，关注军事行动是否具
有必要性，直接讨论将军事行动作为冲突处理手段的合理性；居于其次的是对“义
务”论式的使用，主要围绕法律法规、普适原则、期望请求和德国历史进行辩论，关
注德国参与军事行动是否符合规范和法制。

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８７Ｃ．
Ｒｏｌ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ＰＤＳ），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４／１９８，０８．１１．２００１，Ｓ．１９２９７Ｂ．
Ｄｒ．Ｆｒａｎｋ－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ｓ　Ａｕｓｗｒｔｉｇｅｎ，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６／４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６，Ｓ．

４７９９Ｃ．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ｒｄｔ（ＣＤＵ／ＣＳＵ），ＢＴ　ＰｌＰｒ　１８／１４２，０２．１２．２０１５，Ｓ．１３８９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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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德国政治精英在安全政策话语中呈现出的身份自我定位存在着从“战争
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于使用军事手段的态度也从“根深蒂
固的克制文化”到将其视为“前摄性”和“反应性”的危机应对策略。施罗德政府时
期，政治精英围绕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的辩论较多，通过追溯和回忆反思纳粹德国
的历史，强调德国应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承担责任；而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
围绕法律法规和期望请求的陈述呈明显上升趋势，对于德国基本利益和有益于德
国的讨论也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得较为缓慢，通过捍卫国际法准则加强德国在国际
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合法化、正常化，在对自身角色认知的过程中重视外部对德
国角色的期望，并以此为前提逐渐承担起更多责任，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追求和实
现自己的利益。辩论中直接围绕军事行动必要性的陈述在默克尔时期呈下降趋
势，施罗德时期政治精英主要对使用军事手段持怀疑态度，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
突抱有乐观态度，而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认为解决冲突需要一揽子手段，其中军事
手段必不可少，并指出派遣特派团能起到预防性维稳作用。

第三，德国积极谋求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在各
种国际平台为自己赢取信任和影响力的同时，德国的安全政策话语中体现一种“服
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无论是施罗德时期还是默克尔时期，围绕所涉及国家／

地区基本利益的讨论比例都很高，且存在增长趋势。结合其他论式使用的增减趋
势可以看出，相较于默克尔时期，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围绕“普适原则”“德国
历史”“有益于全球”论式的辩论较多，关于国家／地区基本利益的陈述较多，这可以
解释为是出于对战争的反思，重视对战后世界和平稳定的维护，通过参与联合行动
赢得信任，以实现德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正常化；而默克尔时期围绕所涉及
国家／地区基本利益、全球依赖性、德国基本利益、欧洲一体化以及围绕有益于行动
涉及国家／地区、有益于欧洲和德国的陈述均呈上升趋势，强调通过军事行动实现
当地的和平、稳定、安全、自由，致力于帮助当地国家建立政权、实现当地政府独立
自治和各方面行为能力的建设，将其作为追求德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途径，塑造出
一种 “服务型领导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定位首先强调“服务”，即德国在作出安全
决策时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另一方面，通过战略制定、任务分配等
过程及其结果可以看出，德国在积极追求更多的“领导权”，希望成为事实上的“领
导者”。这种身份的选择可以避免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由于德国“领导国家”

身份愈加突出而产生对于“军国主义复辟”的恐慌，从而避免由于恐慌而施加在德
国身上的诸多限制，影响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自己谋求更多的
利益。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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